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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摸鱼”如何带来创新？恢复体验曲线中介效应的情景实验与调查证据 

作者：徐世勇 杨春梦 李超平 李海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时间窃取行为作为现代职场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正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研究和实践中关注

的焦点。作者聚焦于员工时间窃取行为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选题紧贴时代热点，具备较强

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具体的研究内容来看，作者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探讨了员工时间窃取

行为对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的影响，以及正念的调节效应，为理解时间窃取行为在组织中的

双刃剑效应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另外，作者通过情景实验和多时点问卷两项研究设计，综合

了不同的方法探索了变量间关系，提升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总体来看，研究内容丰富、整

体思路清晰，但存在部分概念关系不够清晰、个别测量不够严谨等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的认可和指导性意见！您提出的建议对我们深入理解研究问

题和完善实证至关重要，我们已经针对您的每一条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和解释。我们希望这

些修订能够符合您的期望并满足《心理学报》的高标准要求。 

意见 1：概念界定方面，作者将摸鱼等同于时间窃取行为。摸鱼意味着上班时间偷懒，不认

真工作。根据作者对时间窃取行为的界定，故意放慢工作速度，不积极完成任务属于摸鱼，

但不属于时间窃取行为。如果能对摸鱼和时间窃取行为之间的关系补充说明，有利于增强研

究内容的说服力。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如您所建议的，关于“摸鱼”与时间窃取行为的关系，我们认

为有必要在论文中进行更明确的说明。在中文语境中，“摸鱼”出自“浑水摸鱼”，原意为

趁形势混乱私自攫取利益的行为，后衍生出上班时间偷懒，不认真工作的内涵(吴朝进, 张

金荣, 2022)。“摸鱼”一词体现出偷懒的动机，具有一定的贬义性，因此常被网友用于自我

调侃。不过随着网络发酵，这种负面含义正在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引申为“员工

在上班时间干工作以外的事”(汪建华, 赵峪, 2024)。这与“时间窃取”——员工在工作时间

从事未经批准的与工作无关活动的行为(Martin et al., 2010)——在表现形式上极为相似。孟

亮等学者（2023）就提出员工“摸鱼”本质上是时间窃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在动机方面，

学者们发现，时间窃取动机可能是负面的，如追求自身利益或偷懒(Ketchen et al., 2008; 

Martin et al., 2010)，也可能是中性或正面的，如为了调整工作状态或寻求灵感(孟亮 等, 2023)。

因此，“摸鱼”不完全等同于时间窃取，应注意区分这两个概念的动机差异。此外，“摸鱼”

一词不仅适用于上班族，也被用于描述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与课程无关活动的情况(吴朝进, 

张金荣, 2022)。而时间窃取的定义则专门用于描述职场中的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已在

修订稿中删去“摸鱼”等同于时间窃取行为的表述，强调职场“摸鱼”是时间窃取的一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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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形式，并说明时间窃取不仅包含“摸鱼”所隐含的负面动机，也存在其他动机，以增强研

究内容的说服力。具体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前言部分前两段，pp. 1-2）：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时间已成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和满足快速变化的客户需

求的关键因素(Chen & Nadkarni, 2017)。为此，企业不得不重视时间这一珍贵的组织资产，

随之将时间压力传递给内部的员工(DeVoe & Pfeffer, 2011; Martin et al., 2010; Xu et al., 2023)。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企业传递的巨大时间压力，员工在上班时间“摸鱼”的

现象却屡有报道，比如浏览视频网站、闲聊、休息时间过长、看私人消息等(Brock et al., 2013; 

Martin et al., 2010)。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员工的“摸鱼”行为变得愈加

难以控制，在组织中出现频次越来越高，这对企业管理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引起了管理

者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Brock et al., 2013; Hu et al., 2023; Xu et al., 2023)。 

“摸鱼”一词出自“浑水摸鱼”，原意为趁形势混乱私自攫取利益，后引申为不认真

工作的表现。依据其表现形式，学者们常使用时间窃取这一概念来指代员工的职场“摸鱼”

行为，即“员工在工作时间从事未经批准的与工作无关的活动”(Martin et al., 2010)。正如

“摸鱼”常隐含贬义，以往大多数研究将时间窃取行为视为一种有意识地意图伤害组织的偏

差行为(Ketchen et al., 2008; Martin et al., 2010)，认为从事该行为本身会消耗可用资源，并削

弱员工随后从事积极行为的能力(Harold et al., 2022)。但也有学者提出，时间窃取行为不一

定是故意伤害组织的行为(Brock et al., 2013)，也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Xu et al., 2023)。

例如，有研究发现，员工在经历情感和认知资源消耗后，为避免进一步资源损失而进行时间

窃取(Harold et al., 2022; Xu et al., 2023)，甚至通过时间窃取为自己获取新的资源(Methot et 

al., 2021)。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从事时间窃取本身既可能获取资源，也可能损失资源。但目

前关于时间窃取何时带来资源收益、何时带来资源损失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然很少，这使我

们无法理解以往研究所发现的摸鱼现象的矛盾机制。本研究认为，员工在从事不同程度的时

间窃取行为时获得的体验可能有所差异。具体来说，适量的时间窃取行为不易被人察觉，能

帮助员工获得更多积极体验和资源，促使员工更好地从工作应激中恢复；而过量的时间窃取

行为易被发现与惩罚，并引发更多的消极体验，阻碍员工资源的恢复与重建。因此，本文的

第一个研究目的是探索时间窃取的这种“过犹不及”效应，并依据资源保存理论提出时间窃

取行为和恢复体验之间可能存在曲线（倒 U 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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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测量方面，研究一中，被试填写操纵检验测量题项时，为什么要限制最短作答时间

为 60 秒？如果被试没有认真作答且故意延长时间至 60 秒，这样反而无法辨别是否属于有效

样本。建议更细致地考虑研究一中样本数据的处理过程。研究二中，作者认为时间窃取行为

是指员工在工作时间从事未经批准的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但测量时间窃取行为的量表不仅包

括未经批准的休息时间、在上班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行为，还涉及其他三个子维度（伪造

工作时间、操纵自己的工作速度、在工作场所与他人过度社交），测量内容可能部分超出了

原始的概念范畴。 

回应： 

非常感谢您对测量方面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接下来，我们将对您提出的问题做出具

体回应： 

第一，作答时间限制。关于研究一中被试填写操纵检验测量题项时限制最短作答时间为

60 秒的问题，我们的初衷是确保被试有足够的时间仔细阅读和思考问题，以提高数据的质

量。然而，您指出的潜在问题——被试可能没有认真作答而故意延长时间至 60 秒——我们

深感认同。此外，编委和其他评稿专家也指出了研究一的一些问题，综合考虑，我们删除研

究一的实验研究，重新补做了一个情景回顾实验。结合您的建议，为了更有效地辨别有效样

本，我们在新补的情景回顾实验中去掉对作答时间的限制，采用更为细致的数据筛选过程，

例如设置预问卷调查，筛选出符合被试条件的在职员工进入实验阶段，并通过设置注意力检

测题识别和排除可能的无效样本。具体修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研究一的“2.1 样本

和程序”部分，pp. 7-8）： 

本研究使用 G*Power (Faul et al., 2009)计算实验所需的样本量，设定中等效应量 f = 0.25，

显著性水平α  = 0.05，要达到 1 − β  = 0.80 的检验效能，至少需要 158 名被试参与实验。

我们借助问卷星平台招募被试，并进行了一项预筛选调查，共有 182 名符合条件的被试自愿

进入到正式实验阶段。筛选条件包括：符合在职员工身份，且经历过三种不同强度的时间窃

取体验（在某个工作日内从事低时间窃取行为、中时间窃取行为、高时间窃取行为）。此外，

为确保被试认真填答，本研究在实验问卷中设置了注意力检测题，填答通过的被试能获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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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报酬。最终，我们收到了 182 名被试的实验结果。其中，男性 83 名，占比 45.60%，平

均年龄为 33 岁（SD = 5.58），90.10%接受过本科及以上教育，平均工作年限为 7.22 年（SD 

= 4.67）。 

第二，时间窃取行为的测量。关于研究二中时间窃取行为的测量问题，您指出量表中

包含的子维度可能部分超出了原始概念范畴。我们重新仔细审查了量表的测量内容与时间窃

取行为的定义。您所提到的伪造工作时间与操纵自己的工作速度这两个维度确实不符合本文

所采用的时间窃取行为的定义，而在工作场所与他人过度社交这一维度，经过作者团队的反

复探讨，我们认为可以将其纳入“在工作时间从事未经批准的与工作无关的活动”这一范畴。

因此，我们参照以往研究的做法(李文静, 宋鑫悦, 2021; 陈晓暾 等, 2020)，去掉了伪造工作

时间与操纵自己的工作速度这两个维度的数据，保留了未经批准的休息、在上班时间从事与

工作无关的行为以及工作场所与他人过度社交这三个维度的数据作为时间窃取行为的测量

值，并对本文的理论模型进行了重新分析和验证，具体修改如下（数据结果详情请参阅返修

正文研究一的“2.4 研究结果”部分，pp. 9-11，以及研究二的“3.3 研究结果”部分，pp. 13-21）： 

采用 Harold 等人（2022）所开发的时间窃取五维度量表，其中，未经批准的休息、在

上班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行为以及工作场所与他人过度社交这三个维度强调在工作时间

内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伪造工作时间与操纵自己的工作速度这两个维度强调故意不客观

报告自己的工作时间或工作效率(Harold et al., 2022)。本研究关注员工在工作时间如何通过

一些非工作活动获得恢复体验，因此选择未经批准的休息、在上班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行

为以及工作场所与他人过度社交这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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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数据分析方面，研究二中，表 4 的模型 7 无法证明恢复体验的中介作用，只能说明

时间窃取会通过恢复体验，间接影响创新行为。建议要么将假设 3 的中介效应表述修改为间

接效应，要么在模型 7 之前增加一个模型，检验时间窃取行为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同样道理

也适用于假设 5。作者可以考虑在表 4 中增加模型 8（在模型 7 的基础上，加入正念以及交

互项），或者将假设 5 表述为调节的间接效应。 

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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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文章的仔细审阅和宝贵意见。您指出模型 7 无法证明恢复体验的中介

作用，只能说明时间窃取会通过恢复体验，间接影响创新行为。我们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我

们的数据分析结果确实没有直接支持恢复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鉴于本研究更多地

关注时间窃取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我们已经修改了假设 3 和假设 5 中关于

中介效应的表述，分别将其改为“时间窃取通过恢复体验间接影响创新行为”和“正念调节

了时间窃取对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前言“1.2 恢复体验与创新行为”

部分，pp. 4-5，以及“1.3 正念的调节作用”，pp. 6-7）。我们认为这更准确地反映了我们

的研究发现。此外，我们也采纳了您的建议，在模型 7 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模型 8，以检验

正念对时间窃取行为与创新行为的间接关系的调节作用。 

意见 4：现实意义方面，作者提供的论述相对简略，建议进一步挖掘该研究对现实应用的启

示，并在讨论部分更详尽地展开论述。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如您所提出的，本文针对现实意义方面的论述相对简略。为了

加强现实应用的启示，在修订后的版本中，我们进一步挖掘了研究对现实应用的启示，并详

细展开了相关讨论。具体来说，我们强调了以下几点：（1）重新审视时间窃取行为在工作

环境中的作用；（2）审慎管理时间窃取行为的过犹不及效应；（3）重视培养员工的正念。

具体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4.2 实践启示”部分，p. 23）： 

传统管理理论强调时间与产出的直接关联，认为时间窃取会削弱员工的生产效率

(Baskin et al., 2017)。因而管理者往往采用严格的监控手段来减少这种行为。然而，我们的

研究结果认为，适量的时间窃取可以作为一种工作内恢复形式，为员工提供恢复体验，实现

即时的资源修复与重建，进而激发创新行为。这一发现引发了我们对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思

考。 

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时间窃取行为。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快节奏工作环境中，

管理者面临着如何提高员工生产效率与创新表现的双重挑战。在追求生产效率时，时间窃取

是不被鼓励的，因为它不符合组织的期望。但管理者也要意识到过度强调生产效率可能会忽

视创新活动的内在规律，从而阻碍创新绩效的提升。因此，管理者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平衡对

员工行为进行监督与为员工提供恢复条件之间的关系。我们建议，管理者需要找到适合企业

自身文化和工作环境的管理颗粒度，既不过度监控，也不放任自流，以兼顾效率和创新。其

次，本研究发现，时间窃取行为并非一成不变的利好。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反而会导致过

犹不及效应，阻碍员工的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因此，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需要审慎处理

时间窃取行为，不仅要鼓励合理的恢复行为，还要制定相应的引导、培训和惩处措施，以最

大程度地降低过度时间窃取行为的负面影响。最后，本研究强调了培养员工正念的重要性。

正念不仅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进行工作内恢复，还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何时这种行为可能变

得有害。通过培养员工正念，管理者可以引导员工更加自觉地控制时间窃取行为，从而实现

个体和组织的双赢。 

综上所述，时间窃取行为并非简单的黑白分界，而是需要在不同情境下进行灵活权衡的

管理问题。管理者需要在尊重员工创造力和恢复需求的同时，保持对组织生产效率的关注，

通过合适的管理策略和培训措施，最大程度地发挥时间窃取行为的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其带

来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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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细节方面，部分标点符号、文献引用格式以及参考文献格式存在问题。比如，研究

一的操纵检验部分中，引号写反了，并且用的是英文引号；作者引用 Baskin 等（2017）的

文章时，格式有误；在参考文献部分，Ng 等（2022）的文章中作者姓名不正确。总体来看，

这是一项很好的研究，希望以上建议对作者改进这篇文章有帮助。 

回应：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研究的仔细审阅以及提出的宝贵意见。关于标点符号、文献引用格式

和参考文献格式的问题，我们已经做出了以下改进：第一，引号使用问题。在研究一的操纵

检验部分，我们确实犯了一个低级错误，使用了英文引号而不是中文引号，我们已经更正了

这个问题，确保使用了正确的中文引号。第二，Baskin 等（2017）的引用格式。感谢您指出

这一问题，我们已经仔细检查了文献引用，确保了格式的准确性。第三，Ng 等（2022）的

作者姓名。我们对这个疏忽深感抱歉。我们已经更正了 Ng 等（2022）的作者姓名，以确保

参考文献的准确性。再次感谢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您的专业性指导对提高本文的质量

和可读性起到了重要作用。 

…………………………………………………………………………………………………… 

 

审稿人 2意见： 

该篇文章采用资源保存理论，考察了时间窃取行为对于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具有

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然而，该篇文章还存在很多理论和实证方面的问题。具体如下：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的认可和宝贵意见。您的专业性建议对于我们提升本研究的质

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针对您提出的每一项建设性意见，我们都进行了仔细考虑，并在本

轮修订中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和改进。特别是在理论应用、变量选择和理论贡献方面，我们进

行了深入思考，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证据和论述。具体修改说明如下。 

意见 1：理论选择：资源保存理论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框架，例如，看似很多外部的因素和

个体内部的因素都可以被看作一种资源。因而，由于该理论的“广泛性”，它可能无法明确地

指导作者构建每一个具体的理论假设。对于理论的选择和关注值得作者进一步思考。 

回应： 

非常感谢您对理论选择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们认同您所说的，资源保存理论具有广泛性，

涉及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根据您的宝贵建议，我们对本文的理论构建和假设推导进行了细

致思考，并做了相应修改。但并未完全放弃资源保存理论作为本研究的框架。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资源保存理论最早由 Hobfoll（1989）提出，其核心观点是个体会积极地获得、

保护和建设他们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实物、条件、特质和能量等个体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以及获取这些东西的方式”。随后，Halbesleben 等学者（2014）对“资源”进行了重新定

义，将其界定为“个体感知的可以帮助其实现目标的任何事物”。这一定义的确扩大了资源

的范畴，使得理论具有更高的适用性，但也因此受到了批评，主要是因为这可能导致理论的

模糊不清。我们认为这就是您所指出的资源保存理论的广泛性问题，对此我们深表认同。因

此，为了更准确地探讨资源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起初构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时仅

关注个体的内部资源，并没有引入外部资源的变量，而将时间窃视为获取内部资源的一种手

段（而非一种资源），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将资源广泛化的问题。同时，我们阅读了近

五年发表在《心理学报》上的文章，发现有 5 篇文章使用资源保存理论来构建全文的理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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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邓昕才 等, 2021; 李馨 等, 2022; 卢红旭 等, 2019; 倪丹 等, 2021; 朱金强 等, 2020)。这

表明，尽管资源保存理论有其局限性，但它仍然是一个活跃且有价值的理论框架。 

其次，本研究关注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回顾以往研究

U 型关系的文献，发现资源保存理论适合作为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这种曲线关系(Astakhova, 

2015; Janssen et al., 2021; Qin et al., 2014; Ren et al., 2023)。除一个基本假设外，资源保存理

论还发展出五项原则和三条推论(Hobfoll et al., 2018)，这对于解释一些非线性关系的产生与

发展具有显著优势。我们尝试结合资源保存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损失优先、资源投资等原则来

构建本文的主效应和间接效应假设。具体来说，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具有积极保存、保

护和获取资源的倾向(Hobfoll, 1989)。因此，面对工作需求，个体有动力从事时间窃取行为，

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暂时脱离工作的机会，能帮助个体及时地修复和重建资源。也就是说，适

量的时间窃取行为能积极促进个体的恢复体验。而高恢复体验意味更多的资源补充与重建。

根据资源投资原则，拥有较多资源的个体往往更有能力和动力从事资源投资活动，以获取新

的资源(Hobfoll et al., 2018)，这时个体也往往更有能力和意愿去从事创新行为。不过，当时

间窃取超过一定水平时，随着行为隐蔽性的降低，这种未经批准的行为很可能招致来自领导

和同事的不满与惩罚。这意味着继续从事时间窃取行为会给员工带来损失。根据资源保存理

论的损失优先原则，相比于资源获得，资源损失对个体的影响更快，持续时间也更长(Hobfoll 

et al., 2018)。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窃取行为所带来的资源收益将很快被资源损失所抵消，从

而产生过犹不及效应。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个体不能获得足够资

源，则会倾向于保存现有资源(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因此，当员工恢复体验不

足时，他们往往不会将资源与精力花费在耗时且高风险的创新行为上。 

最后，如您所指出来的，资源保存理论是一个非常大的理论框架，它在构架具体的理论

假设时，可能缺乏细节上的指导。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结合了正念的注意力理论和恢复体

验相关研究，来阐述本研究的具体假设。例如，在引入正念作为调节变量时，我们先依据恢

复体验的相关研究和理论(Chong et al., 2020; Sonnentag & Fritz, 2015)，指出员工的意识和注

意力从工作任务中脱离是获得恢复体验的关键前提；然后，结合正念对注意力和意识的管控

能力(郑晓明, 倪丹, 2018)，来阐述其对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关系的调节效果。 

总之，综合考虑之后，我们认为资源保存理论是一个适合解释时间窃取行为后效的理论

框架，在修改稿中我们依然将其作为研究的基础理论，但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本版修改稿

中，结合正念注意力理论和恢复体验相关研究进一步细化了本文的具体假设，并补充和完善

了资源保存理论观点及其在假设推演中的应用，以能够更好的解释时间窃取对恢复体验和创

新行为的影响。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的前言部分（p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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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变量选择。对于模型中的变量，作者需要花更多的篇幅来解释为什么关注这些特定

的变量（时间窃取行为、恢复体验、创新行为、正念），而不是其他的变量。如作者在文章

中的论述，正念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自我控制资源。然而，除了正念，仍然有很多其他的变

量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控制资源。作者需要阐释关注正念的本质逻辑。同时，与“正念”

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正念的自我调节与控制的功能(Good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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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的结果是对大量研究结论的一种验证，研究的新颖度有所欠缺。 此外，作者提到“相

比于一般工作绩效，创新行为更能体现出工作内恢复对员工资源/能量状态的影响，因为创

新行为需要更多的情感和认知资源”，那么其他的一些行为，比如建言行为、创造力、适应

行为等等是不是也符合上述逻辑？ 

Good, D. J., Lyddy, C. J., Glomb, T. M., Bono, J. E., Brown, K. W., Duffy, M. K., Baer, R. A., Brewer, J. A., & 

Lazar, S. W. (2016). Contemplating mindfulness at work: An integrative review. Journal of Management, 

42(1), 114–142. 

回应： 

非常感谢您对本研究的变量选择所提出的宝贵意见。针对您该点的建议，我们从（1）

选择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依据；（2）选择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创新性；（3）选择创新行为

作为结果变量的原因三个方面进行回答。具体如下: 

第一，选择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依据。 

非常感谢您指出了我们研究中的一个关键点，即为何选择正念作为调节变量，而不是其

他可能的自我控制资源。我们认识到，除了正念，确实存在许多其他变量可以作为自我控制

的资源（如情绪智力、心理韧性）。在本文中，我们选择关注正念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够通

过关注当下的方式实现对注意力和意识的管控，这里强调的是关注当下的方式，而非简单将

其视为一种自我控制资源。有关恢复体验的研究和理论表明，员工的意识和注意力从工作任

务中脱离是获得恢复体验的关键前提(Chong et al., 2020; Sonnentag & Fritz, 2015)。因此，我

们认为，员工通过时间窃取获得恢复体验的效果，受到其能否“将注意力和意识从工作要求

中脱离出来并转移到非工作活动上”这种能力的影响。而正念正是一种能有效管控自己的注

意力和意识的特质(郑晓明, 倪丹, 2018)，能够实现上述这种注意力与意识的灵活切换。基于

此，我们选择正念作为调节变量。同时，为了避免混淆对关注正念的本质逻辑的理解，我们

在修订稿中去掉了关于自我控制资源的表述，重点强调正念对注意力与意识的管控效果。具

体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前言部分第四段，p. 2）: 

进一步地，依据恢复体验的相关研究和理论，员工的意识和注意力从工作任务中脱离是

获得恢复体验的关键前提(Chong et al., 2020; Sonnentag & Fritz, 2015)。本研究认为，利用时

间窃取促进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的能力可能因人而异。而正念作为一种管控当下注意力和下

意识行为的有效特质(郑晓明, 倪丹, 2018)，能够通过关注当下的方式，帮助员工在工作任务

和非工作活动之间灵活地切换和控制意识和注意力(Chong et al., 2020)。我们推测，高正念

水平的员工在从事时间窃取行为时，能更迅速地把注意力转移并聚焦到非工作活动上，更敏

锐地感知到时间窃取所带来的恢复体验，进而影响到创新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

究目的：检验正念是否为时间窃取影响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的重要边界条件。 

第二，选择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创新性。 

您提出的关于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新颖度问题，即已有大量研究考察了正念的自我调节

与控制功能(Good et al., 2016)，这个问题对我们深入思考本研究的贡献和局限具有很大帮助。

我们认为，本研究并非仅验证了这些已有的研究结论，而是在正念的研究领域中，尝试探讨

其在新的应用背景下（时间窃取）的独特作用和表现。正如本文的研究发现所显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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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窃取的背景下，正念的调节作用表现得尤为复杂和微妙。时间窃取作为一种独特的工

作内恢复形式，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并非单一的正面或负面，而是随程度的增加呈倒 U 型

关系。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探讨了正念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双重作用，那就是，既有

可能促进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的发展，也可能带来潜在的成本。 

具体来说，正念会增强个体对内部和外部体验的注意力和意识，会使员工在从事时间窃

取行为时对当下的内在体验和外部情景线索变得更加敏感(Brown & Ryan, 2003; Kao et al., 

2021)。当员工从事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时，由于行为隐蔽性高，不容易被发现，不太

会接收到领导和同事对该行为的反应。这时，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员工能够更加关注

当下的内在体验。这种关注使得员工能够更有效地从非工作活动中获得即时的资源补充，进

而提高工作中的创新能力。这一发现突出了正念在调节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关系时的积

极作用。另一方面，当员工从事中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时，随着隐蔽性优势的降低，员工

的行为很容易被领导和同事察觉，招致他们的不满与惩罚。这种来自他人关注的情景线索更

容易被高正念的员工捕捉到(Kao et al., 2021)，加大来自组织规范的压力，从而增加了通过时

间窃取获得恢复体验的难度。这一发现揭示了正念在调节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关系时的

潜在成本。简而言之，本研究不仅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种验证，而是通过考察正念在调节时

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关系中的双重作用，为理解正念的复杂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们在修订稿中完善了关于正念的调节作用的表述，突显出正念的双重调节效果，具体修改

后的内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1.3 正念的调节作用”部分，pp. 6-7）： 

正念是指一种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聚焦于当下体验，而不是对过去和未来加以批判的心理

特征(Brown & Ryan, 2003)。它可以帮助个体有效地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意识和注意力(Bergin 

& Pakenham, 2016; Fisher et al., 2019; 倪丹 等, 2021)，并提高个体对组织中情景线索的敏感

度(Kao et al., 2021)。因此，当员工从事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时，正念能够帮助员工迅

速灵活地将注意力从工作需求中分离出来，从而使他们在工作中被激活的生理心理系统得以

恢复(Bakker et al., 2013; Sonnentag & Fritz, 2007)。除了将注意力从工作中转移出来，高正念

的员工还能将他们的意识和注意力集中在当前所从事的非工作活动上，减少冗思和负面情绪

(王伊萌 等, 2023)。并且他们能持续地稳定他们的注意力，以便在他们分心时将注意力带回

这些与工作无关的活动(Good et al., 2016; 张静 等, 2017)，从中获得更多的恢复体验。但当

从事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时，随着行为隐蔽性的降低，高正念的员工更能准确接收来自周

围的情景线索（如同事的不满），察觉到自己行为的不妥，承担更多来自组织规范和道德标

准的压力(Hülsheger et al., 2021)。这种压力感知可能导致高正念员工在从事时间窃取这种违

规行为时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如内疚(Hülsheger et al., 2021)，从而增加从时间窃取中获得恢

复体验的难度。 

相比之下，低正念的员工不太关注当下的体验。当从事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时，他

们往往继续思考与工作有关的问题，这可能使他们不太可能考虑他们为什么要从事时间窃取

行为，也不太可能专注于时间窃取行为所带来的恢复体验(Brown & Ryan, 2003)。换句话说，

在参与适量的休息、闲聊等非工作活动时，他们的思绪随时可能会跳跃到对工作的考虑与担

忧上(Chong et al., 2020; Smallwood & Schooler, 2015)，这减缓了身心系统的恢复。同样地，

在从事过多时间窃取行为时，由于缺乏对组织中可用线索的意识和注意力(Kao et al., 2021)，

低正念的员工也不太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工作场所的处境和可能遭受的风险与惩罚，从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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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身的应激与焦虑。这种无意识状态，使得低正念员工不太容易受到来自当下环境中压力

的影响，从而降低了从过量时间窃取中获得恢复体验的难度。因此，对于低正念水平的员工

而言，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倒 U 形关系将不那么明显。 

另外，我们也重新阐述了选择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创新性与理论贡献，具体修改后的内

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4.1 理论贡献”部分第三段，p. 22）： 

最后，本研究探讨了正念在调节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之间关系时的双重作用，

揭示了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积极效应与潜在成本，这为理解正念的复杂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具体来说，正念的特点是对当下内在和外在体验的清晰关注，这使得人们能够更充分地意识

到当前的想法、情绪和环境(Hyland et al., 2015)。因此，员工的正念水平越高，在进行时间

窃取时越能清晰的意识到自己所在从事未经批准的非工作活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从

事中低水平时间窃取行为时，由于违规程度低，行为隐蔽性高，员工不太担心被领导和同事

发现。这时来自工作环境的可用线索少，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员工更关注当下内在体

验，更容易从非工作活动中获得恢复体验，进而激发创新行为。但当从事中高水平的时间窃

取行为时，随着隐蔽性优势的降低，员工的行为很容易被领导和同事察觉，招致他们的不满

与惩罚。而正念增强了员工对工作环境中可用线索的意识和注意力(Kao et al., 2021)。这时，

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员工更容易感知到来自组织规范的压力，从而增加了通过时间窃

取获得恢复体验的难度。综上而言，本研究发现，正念在不同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中发挥不

同的调节作用。 

第三，选择创新行为作为结果变量的原因 

我们同意您所说的除了创新行为外，其他一些行为如建言行为、创造力、适应行为等也

能体现工作内恢复对员工资源/能量状态的影响。然而，我们选择创新行为作为结果变量，

是因为它在组织变革和发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性。从理论与研究的角度来看，外部恢复对创

新行为的促进作用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Eschleman et al., 2014)。但作为外部恢复的重要补充，

内部恢复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效果，我们还知之甚少。唐汉瑛等学者（2019）提出内部恢复可

以对工作中消耗的资源进行即时修复和重建，具有独特的恢复价值。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我

们选择创新行为作为结果变量，旨在探索内部恢复（通过时间窃取获得的恢复体验）是否能

为员工提供短暂的精神放松和能量补充，从而有效地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这一研究方向不

仅是对现有文献的补充，也是对内部恢复独特价值的验证。从实践角度来讲，在新质生产力

的大背景下，创新行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质生产力是指“创新起主导作用、科技创新作

为核心要素的先进生产力质态”(陈劲 等, 2024)。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选择重点关注创新行

为，是因为其越来越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Babalola et al., 2021)。创新行为要求员工

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地提出并实施新颖的想法(Scott & Bruce, 1994)，这不仅体现了员工个体水

平上的工作表现和努力程度，更直接地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因此，研究工

作内恢复（内部恢复）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总的来说，本研究选择创新

行为作为结果变量，是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深入分析和对实践意义的充分考虑。我们在修订稿

的引言部分对这一理由重新进行了阐述，具体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前言

部分第三段，p. 2）: 

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探讨员工通过时间窃取获得的恢复体验如何影响其后续的创

新行为。创新行为是员工在工作中产生、传播和执行创新性想法和解决方案(Scott & B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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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的方式，不仅反映了员工的工作表现，更是企业持续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Babalola 

et al., 2021)。特别是在以创新为主导作用的新质生产力的大背景下(陈劲 等, 2024)，创新行

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尽管研究表明，工作外的恢复体验对创新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schleman et al., 2014)，但鲜有研究探讨工作内恢复体验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

适量的时间窃取行为能够帮助员工即时修复和重建工作中所消耗的资源，无需等待下班和休

息日。这种即时的恢复体验可能对创新行为产生更直接的正面影响。基于此，本文尝试探索

工作内的恢复体验如何影响员工的创新行为，以期揭示时间窃取的深层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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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假设关系。作者在假设关系的提出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已有研究证实正念

可以改善个体的恢复(Coimbra et al., 2021; Crosswell et al., 2017; Fogarty et al., 2015)，因而模

型中的调节变量直接对中介变量就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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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针对正念是作为前因变量起作用还是作为调节变量起作用，

我们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梳理现有研究，分析正念在本研究中相对前因变量

而言更适合做调节变量的原因；（2）阐明正念在本研究中更合适做调节变量的依据。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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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梳理现有研究，分析正念在本研究中相对前因变量而言更适合做调节变量的原

因。 

我们首先在在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mindfulness”与“recovery or work 

recovery or recovery experience”（英文期刊）和“正念”与“恢复 + 工作恢复 + 恢复体验”

（中文期刊）为主题词进行了检索。初步获得 1572 篇文献，其中包括 1540 篇英文文献和

32 篇中文文献。经过团队成员逐一核实，最终得到 20 篇研究“正念对恢复的主效应”的实

证文献，这些文献不包含病理性的恢复。通过对这 20 篇文献的梳理（见表 1），可以发现，

正念（无论是特质正念、状态正念还是正念干预）对恢复的影响并非持续存在，而是存在一

定的条件限制，即它们发生在非工作/非任务期间。具体来说，8 篇文献分析了正念如何促进

个体在工作时间之外的恢复(Blasche et al., 2021; Coimbra et al., 2021; Hülsheger et al., 2014, 

2015, 2018; Mellner et al., 2022; Querstret et al., 2017; Tement et al., 2020)；3 篇文献描述了正

念如何帮助个体在规定的休息时间内实现恢复(Aras et al., 2023; Díaz-Silveira et al., 2020, 

2023)；9 篇探索了在任务结束后的恢复时间段内，正念如何影响个体的恢复(Beshai et al., 

2020; Cho et al., 2017; Clear et al., 2021; Crosswell et al., 2017; Fogarty et al., 2015; Keng et al., 

2017; Koerten et al., 2020; Steffen & Larson, 2015; Wenzel et al., 2021)。这些研究在分析正念对

恢复的影响时，均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个体处于一个被允许的与压力源隔绝的情境与时间

段。在此基础上，正念通过帮助个体调节注意力、情绪、生理指标的反应度等来实现恢复。

换句话说，这些研究关注在非工作/非任务时间的恢复，即个体在与任务压力隔离的时间段

或情境中实现恢复。而本研究关注在工作时间内发生的恢复体验。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被期

望专注于工作任务，以关注当下为特点的正念难以直接引发恢复体验，而需要员工通过从事

一些未经批准的非工作活动（时间窃取）为自己创造一个获得恢复体验的条件。因此，我们

认为，对于本文所研究的这种工作时间内的恢复体验，相对前因变量而言，正念更适合作为

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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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正念对恢复的主效应研究 

ID 
作者 

(年份) 

理论 

基础 

正念 恢复 
结论 

内涵 分类 测量/干预 题项 恢复指标 恢复期 恢复过程 

1 
Hülsheger 

et al. 

(2018) 

资源保

存理论 

正念：个人关注当下

体验的一种意识状态 
状态 

MAAS(Brown 

& Ryan, 2003) 
5 

心理脱离（psychological 

detachment）、睡眠质量

（sleep quality） 

非工作时间

（下班后的

恢复） 

正念→注意力的自

我调节→心理脱

离、睡眠质量 

正念与恢复体验之间存在相互关系，

可以形成增益循环 

2 

Hülsheger 

et al. 

(2014) 

–– 

正念：一种意识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个人

以接受和非判断的态

度关注当下 

状态 
MAAS(Brown 

& Ryan, 2003) 
5 

心理脱离（psychological 

detachment）、睡眠质量

（sleep quality） 

非工作时间

（下班后的

恢复） 

正念→专注当下，

减少对过去或未来

的反思→心理脱

离、睡眠质量 

日间层面，工作期间的正念通过促进

下班后的心理脱离和随后的睡眠质

量来促进恢复过程；工作周层面，正

念有助于维持高水平的心理脱离 

3 

Dí
az-Silveir

a et al. 

(2023) 

努力-恢

复模型 

以正念为基础的干

预：一种基于正念冥

想和平静关注当下经

验的非宗教实践 

正念

干预 

坐式冥想(sitting 

meditation)训练 
–– 

日常疲劳（daily fatigue）、

心理脱离（psychological 

detachment）、睡眠质量

（sleep quality）、压力症

状（stress symptoms）、注

意力困难（attention 

difficulty） 

规定的休息

时间（正念干

预和体育锻

炼在午餐休

息期间进行，

每天持续

15-30 分钟） 

正念干预→注意力

控制、心理脱离、

降低疲劳和压力症

状→恢复 

正念干预和体育锻炼都可以有效地

减轻疲劳和压力症状，实现心理脱离

以促进恢复 

4 
Fogarty et 

al. (2015) 
–– 

特质正念：对当前经

验的非判断性、非反

应性的关注 

特质 
FFMQ(Baer et 

al., 2006) 
39 

高频心率变异 

（HF-HRV）、情绪分化

（emotion differentiation） 

任务后恢复

期（被试完成

写作任务后，

设定五分钟

的恢复期） 

正念→对负面情绪

的分化→促进后续

恢复 

高正念的参与者在负面情绪分化方

面表现更好，这种分化可能有助于更

好地应对情绪压力，因此正念与更好

的情绪体验和生理恢复有关 

5 

Querstret 

et al. 

(2017) 

–– 

正念：对外部和内部

当前时刻状态、事件

和经验的接受性注意

力和意识 

 

状态 

在线正念课程
www .bemindful

online.com 

(Krusche et al., 

2012) 

–– 
工作反刍（Work-related 

rumination）、工作疲劳

（Work-related fatigue）、

睡眠质量（Sleep quality） 

 

非工作时间

（下班后的

恢复） 

正念→减少工作反

刍与疲劳→恢复 

正念干预可以减少与工作相关的反

思和疲劳，并改善睡眠质量 

FFMQ-Short 

Form(Bohlmeije

r et al., 2011) 

24 

6 
Aras et al. 

(2023) 
–– 

正念：全神贯注于当

下时刻的体验，积极

参与当前时刻而不加

评判 

状态 

Mindfulness 

state 

(Hafenbrack et 

al., 2014) 

2 

心率变异（HRV）、感知

努力评级（RPE）、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任务负荷指

数 2 （NASA TLX-2） 和 

规定的休息

时间（模拟篮

球比赛的半

场休息后的

正念干预→关注身

体感觉和呼吸控制

→恢复 

对于没有正念练习经验的篮球运动

员来说，短期的正念干预对恢复心率

变异、认知任务或主观评估方法没有

积极影响 

https://edgeservices.bing.com/edgesvc/chat?udsframed=1&form=SHORUN&clientscopes=chat,noheader,udsedgeshop,channelstable,ntpquery,devtoolsapi,udsdlpconsent,udscstart,cspgrd,&shellsig=63f85d16d24049f1c5b858cb7fcdf13b7fe405b2&setlang=zh-CN&lightschemeovr=1#sjevt|Discover.Chat.SydneyClickPageCitation|adpclick|1|6a0af32c-0feb-4e83-8878-4b22734c19a3|{
https://edgeservices.bing.com/edgesvc/chat?udsframed=1&form=SHORUN&clientscopes=chat,noheader,udsedgeshop,channelstable,ntpquery,devtoolsapi,udsdlpconsent,udscstart,cspgrd,&shellsig=63f85d16d24049f1c5b858cb7fcdf13b7fe405b2&setlang=zh-CN&lightschemeovr=1#sjevt|Discover.Chat.SydneyClickPageCitation|adpclick|1|6a0af32c-0feb-4e83-8878-4b22734c19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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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o-Go 测试分数 10 分钟） 

7 
Beshai et 

al. (2020) 
–– 

正念：对当下经验的

关注与接纳 
特质 

FFMQ-SF (Baer 

et al. 2008) 
24 心率恢复 

任务后恢复

期（实验室压

力测试后，心

率恢复至基

线并保持五

秒） 

正念→调节策略

（例如认知重估和

认知脱敏） 

→恢复 

正念与心率反应性正相关，非评判性

与心率恢复时间负相关 

8 
Blasche et 

al. (2021) 
–– 

冥想静修：一系列旨

在培养和调节特定心

理过程的多样化实

践，最终目的是提高

幸福感 

正念

干预 

KIMS (Baer et 

al., 2004) 
10 

疲劳（Fatigue）、情绪幸

福感（Emotional 

well-being）、恢复体验

（Recovery Experience） 

非工作时间

（冥想静修

或度假期间） 

正念干预→行动自

觉→恢复 

在度假期间的正念冥想可以帮助减

轻度假结束后积极效果迅速消退的

问题 

9 
Cho et al. 

(2017) 
–– 

正念：一种专注于当

前时刻体验的能力 
特质 

MAAS(Brown 

& Ryan, 2003) 
15 

情绪反应（emotional 

reactivity）（对负面图片的

立即反应）、情绪恢复

（emotional recovery）（随

后对中性图片的反应） 

任务后恢复

期（观看中性

图片作为恢

复期） 

正念→从先前刺激

中脱离来→从负面

情绪中恢复 

正念注意力与负面图片的情绪反应

无关，但与随后中性图片的减少负面

情绪反应有关，表明正念更多地是促

进恢复而非减少反应性 

10 
Clear et 

al. (2021) 

自我决

定理论 

正念：在当下时刻观

察和响应内外环境，

非评判性地认识和接

受体验（特质） 

特质 
FFMQ( Baer et 

al., 2006) 
31 

积极情绪（Positive mood）、

友好感（friendliness）、自

尊（Self-esteem.）、生活

意义感（life meaning） 

任务后恢复

期（在

Cyberball 社

交排斥任务

后设置 3 分

钟的恢复期） 

正念→减少对社交

排斥体验的负面反

应、促进积极情绪

和意义感→恢复 

正念与恢复积极情绪和生活意义感

相关，且这些效果是相加的而非相互

作用的 

11 

Coimbra 

et al. 

(2021) 

–– 

正念：一个人对当前

经验的无批判意识的

开放性接纳 

正念

干预 

基于正念的心

理训练

（MBMT）
(Elliott et al., 

2011) 

–– 

总体质量恢复（Total 

Quality Recovery），心理

疲劳（Mental fatigue）、身

体疲劳（Physical fatigue） 

非工作时间

（训练结束

后和睡前） 

正念干预→减轻心

理疲劳→恢复 

正念训练有效减轻了排球运动员比

赛引起的心理疲劳，但对身体疲劳或

恢复没有影响 

12 

Dí
az-Silveir

a et al. 

(2020) 

努力-恢

复模型 

正念冥想：一种基于

佛教传统的练习，通

过静坐冥想培养充分

的注意力和意识 

正念

干预 

正念冥想
(Kabat-Zinn, 

1990) 

–– 

感知压力（Perceived 

Stress）、一般心理健康

（General mental health）、

唾液免疫球蛋白 A 

（sIgA） 

规定的休息

时间（午休时

间） 

正念干预→呼吸冥

想、身体觉察和听

觉感受→恢复 

正念冥想和体育锻炼作为午休期间

的恢复策略，可以在五周的练习后降

低感知压力，其中体育锻炼的效果更

佳。正念冥想还能改善心理健康，效

果持续 6 个月 

13 
Hülsheger 

et al. 

努力-恢

复模型 

正念：一种非评判性

和专注的意识状态，
特质 

自我训练干预

(Hülsheger et al., 
–– 

心理脱离（Psychological 

detachment）、睡眠质量和

非工作时间

（下班后的

正念→提高自我调

节能力，减少沉溺

正念自我训练干预对睡眠质量和持

续时间有积极影响，但对心理脱离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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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关注当下事件和体验 

 

2013) 持续时间（Sleep quality and 

duration） 

 

恢复） 于工作相关的思考

→恢复 

有发现效果 

MAAS(Brown 

& Ryan, 2003) 
15 

14 
Koerten et 

al. (2020) 
–– 

正念冥想：帮助个体

从压力中恢复的一种

策略 

正念

干预 

非评判性正念

冥想、一般性正

念冥想 

–– 
心率（HR）、高频心率变

异性（HF-HRV）、pNN50 

任务后恢复

期（任务结束

后设置的 10

分钟冥想时

间） 

正念干预（非评判

性的冥想）→改善

HF-HRV→恢复 

非评判性正念冥想可能对完美主义

者在失败后的 HF-HRV 恢复特别重

要 

15 
Mellner et 

al. (2022) 

工作要

求-资源
(JD-R)

模型 

正念：增强的、接受

性的注意力和对当下

不加评价、判断或认

知加工的意识 

状态 
FFMQ (Baer et 

al., 2006) 
39 心理脱离（Psychological 

detachment）、工作-非工作

边界控制（Work-nonwork 

boundary control）、工作生

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 

 

非工作时间

（工作之外

的恢复） 

正念干预→正念→

提高心理脱离、改

善工作-非工作边

界控制和工作生活

平衡→恢复 

正念练习可以增强管理者在组织变

革和中断时期应对挑战工作条件的

长期能力，提高他们的工作生活可持

续性 

正念练习：一种增强

当下时刻的接纳性注

意力和意识的实践，

不涉及评估、判断或

认知加工过程 

正念

干预 

正念减压计划

（MBSR）
(Kabat-Zinn et 

al., 2017) 

–– 

16 
Steffen et 

al. (2015) 
–– 

正念冥想：专注于当

下时刻的一种开放且

非评判性的方式 

正念

干预 

正念练习
(Kabat-Zinn, 

2006) 

–– 
血压（Blood Pressure,）、

心率（Heart Rate） 

任务后恢复

期（任务完成

后的 20 分钟

静坐期） 

正念干预→减少心

血管反应性→恢复 

简短的正念练习能够降低压力源期

间的心血管反应性，对于减少与压力

相关的血压反应性可能是有效的干

预方法。 

17 
Tement et 

al. (2020) 

努力恢

复模型 

正念：一种非评判性

的注意力状态，关注

当下的体验 

状态 

正念减压计划

（MBSR）
(Kabat-Zinn, 

1982) 

–– 

心理脱离（Psychological 

detachment）、倦怠

（burnout） 

非工作时间

（下班后的

恢复） 

正念干预→非工作

时间从工作中心理

脱离→恢复 

相比于正念干预，认知行为疗法在改

善倦怠、促进心理脱离方面具备更好

地效果。 

18 
Wenzel et 

al. (2021) 

监控与

接纳理

论 

正念：对自己当下和

行为的意识与非判断

性的接纳 

 

状态 
MAAS(Brown 

& Ryan, 2003) 
3 

负面情绪恢复（NA 

recovery） 

 

任务后恢复

期（压力事件

后的情绪恢

复期间） 

正念干预→正念→

对当前体验的意识

和接纳→情绪恢复 

正念训练显著降低了日常生活中的

负面情绪反应，尤其是正念(非判断

性接纳)与减少负面事件的情绪反应

有很强的关联 

状态 
MSMQ (Blanke 

& Brose, 2017) 
6 

正念

干预 

呼吸冥想
(Levinson et al., 

2014) 

–– 

19 
Keng, et 

al. (2017) 

情绪调

节理论 

正念：一种有助于提

高对情绪的认识和接

受的实践 

正念

干预 

正念体验练习
(Singer & 

Dobson, 2007) 

–– 

情绪恢复（mood 

recovery）、认知资源损耗

（depletion of cognitive 

resources） 

任务后恢复

期（负面情绪

诱导后设置 5

分钟的调节

正念干预→情绪表

达与情绪恢复、保

持认知资源→恢复 

相比于情绪抑制，正念训练是一种更

有效的调节策略，因为它有助于更快

的情绪恢复，且有助于在情绪调节中

保持认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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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 

Crosswell, 

et al. 

(2017) 

–– 

正念：以一种特殊的

方式（有目的的、在

当下的、不加评判的）

进行注意的行为 

正念

干预 

正念觉知练习

（MARC） 
–– 

血压（blood pressure）、心

率（heart rate）、心率变异

（HRV）、射血前期（PEP） 

任务后恢复

期（任务结束

后静坐休息

12 分钟） 

正念干预→情绪接

受→情绪恢复 

正念训练的参与者在回忆负面癌症

相关经历时体验到更强烈的负面情

绪，并且能够从这些经历中有效恢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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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正念在本研究中更合适做调节变量的依据 

根据恢复相关文献，恢复是指个体在压力体验中被激活的心理生理系统恢复到初始水平

的这一过程，通常包括两个阶段：第一是从压力体验中脱离出来，停止资源损耗；第二是从

事有助于恢复的活动，重构并获取新的资源(Sonnentag & Fritz, 2007)。其中，停止接触压力

源是获得恢复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Sonnentag & Fritz, 2007, 2015)。在本文中，我们认为时

间窃取（而非正念）为员工提供了一个从工作应激中脱离出来的机会，是在工作内获得恢复

体验的关键前因因素。而正念作为一种能够有效管控当下注意力和意识的特质(郑晓明, 倪

丹, 2018)，能够帮助员工在从事时间窃取时将注意力与意识从工作任务中迅速灵活地切换到

并聚焦到非工作活动上来(Chong et al., 2020)，这会影响到员工恢复的效率与效果。换句话说，

正念方面的个体差异会影响到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关系的强度。因此，我们认为正念是

时间窃取影响恢复体验的一个重要边界条件，在本研究中适合作为一个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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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方法与结果的问题。第一，作者可以汇报研究 1 的情景实验中的基本统计信息，如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第二，针对研究二，作者考虑到了嵌套型数据（创新行为由一位领

导评价多名下属），但是该数据存在三层或更多的嵌套，如这些员工分布于 17 家企业。作

者如何考虑和解决这个前套的问题？第三，作者需要再检查下数据结果的准确性。例如，在

表 1 中，时间窃取的 estimate 是 0.59，而该值并不在 95%置信区间中（[0.37， 0.49]）；同

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时间窃取平方、正念等变量的预测上。第四，两个研究的设计是值得鼓励

的，但是这两个研究均为自我报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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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考虑他评的方式。第五，虽然研究 1 是实验设计，但是并未对整个模型进行检验，比

较可惜。作者可以考虑对整个模型开展相应的实验研究，以提供更加完整的检验。 

回应： 

非常感谢您对本文方法与结果部分所提出的宝贵建议。针对您提出的 5 点问题，我们在

修订稿中逐一进行了调整与完善，并在此向您做出回应。 

第一，基本统计信息。我们删除了原先的研究 1，重新补充了一个情景回顾实验，并根

据您的建议，在修订稿中补充了情景回顾实验中的基本统计信息，包括均值、标准差和相关

性等，以便提供更全面的数据视角（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研究 1 的“2.4 研究结果”部分，

pp. 9-11）。 

第二，嵌套型数据问题。感谢您的提醒，研究 2 的数据不仅存在两层嵌套结构（即下属

嵌套在领导下），还因抽样设计，存在其他层次的嵌套（下属分布在不同的企业中）。因我

们的理论模型不涉及不同层次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只是想去除数据的非独立性。为解决这种

样本误差的非独立性，我们使用 mplus 的 COMPLEX 语句，在 VARIABLE 分析指令中加入

企业编码，并在 ANALYSIS 分析指令中加入 COMPLEX 语句(张伟雄, 王畅, 2012)，重新进

行了数据分析，以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研究 2 的“3.3 研

究结果”部分，pp. 13-21）。 

第三，数据结果准确性。经检查发现，表 1 误汇报为非标准化回归系数的 95%置信区

间，我们已重新检查了数据和结果，确保所有的估计值都在相应的 95%置信区间内，以纠

正表 1 中提到的问题（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2.4 研究结果”部分的表 2，p. 10）。 

第四，自我报告的方式。我们在研究 2 中采用自评与他评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具体来说，自变量、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因变量由其直属领导进行评

价，以降低同源偏差的影响。但两个研究中自变量确实都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一是因为中

低水平的时间窃取具有隐蔽性，他人不易观测到；二是受技术条件、信息保密等多方面限制，

未收集到企业对员工进行微观管理的监控数据（如流量使用情况）。我们在研究局限部分对

这一点进行了说明，期望未来多采用多种方式来收集数据，以增强研究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部分第一段，pp. 23-24）。 

第五，整个模型的检验。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同意您的观点，研究 1 未能对整个模型进

行检验是一个遗憾。我们曾尝试在新实验中（具体见对责任编辑的回复）加入对因变量（创

新行为）变化的检验。具体来说，我们尝试在操纵自变量之前测量个体的创造力，作为基线

测量。具体方法是给被试展示一块砖的图片，请被试在两分钟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写出这一

物件的用途(Goncalo et al., 2010)。然后在完成时间窃取操纵（自变量）、操纵检验、测量恢

复体验后，参照 Nouri 等学者（2015）的实验设计，让被试再完成一个创新任务。后因实验

设计的复杂，容易引入较多干扰因素，降低实验的内部效度。最终，本研究参照以往研究经

验(姜平, 张丽华, 2021; 李馨 等, 2022)，选择使用实验法先验证模型的前半段，再使用问卷

调查法对整个模型进行验证。对于未能对整个模型进行实验研究的遗憾，我们在研究局限部

分对这一点进行了说明（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部分的第一段，

pp. 23-24）。 



 

22 

 

参考文献 

Goncalo, J. A., Flynn, F. J., & Kim, S. H. (2010). Are two narcissists better than one? The link between narcissism, 

perceived creativity, and creative performan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6(11), 

1484–1495.  

Jiang, P., Yang, F., & Zhang, L. H. (2020). How does leader humor stimulate employees' innovation? A dual 

process model analysis. Science of Science and Management of S.& T, 41(4), 98–112. 

[姜平, 杨付, 张丽华. (2020). 领导幽默如何激发员工创新：一个双中介模型的检验.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41(4), 98–112.] 

Li, X., Liu, P., Li, A. M., Wang, X. T., & Zhang, J. W. (2022). A multipath model of leader after-hours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expectations and employee job performanc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54(8), 964–978.  

[李馨, 刘培, 李爱梅, 王笑天, 张俊巍. (2022). 领导非工作时间电子通信预期影响下属工作绩效的多路径

模型. 心理学报, 54(8), 964–978.] 

Nouri, R., Erez, M., Lee, C., Liang, J., Bannister, B. D., & Chiu, W. (2015). Social context: Key to understanding 

culture’s effects on creativity.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6(7), 899–918.  

Zhang, W. X., & Wang, C. (201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Chen, X. P., & Shen, W (Eds.), Empirical 

Methods i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3rd edition, pp. 464–489).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张伟雄, 王畅. (2012). 结构方程模型. 见: 陈晓萍, 沈伟 (编), 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第三版, pp. 

464–489).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意见 5：讨论。关于该研究提出的理论意义有待进一步加强。例如，可以具体阐述通过本研

究的考察和发现，到底对于哪个文献的哪方面的讨论提出了新的思路或视角？或改变了原先

的哪些认知？总之，建议作者进一步地结合已有的文献及其缺陷，阐述本研究的核心贡献。

综上，希望上述建议对完善文章有所帮助。 

回应： 

非常感谢您针对文章理论贡献提出的建设性建议。根据您提供的宝贵的思路，我们对本

文的理论贡献进行了深入思考，并从（1）将时间窃取视为一种特殊的内部恢复形式，探讨

它的积极效应；（2）从资源的视角揭示恢复体验在时间窃取与创新行为之间的曲线中介效

应；（3）分析了正念在调节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之间关系时的双重作用（积极

效应与潜在成本）这三个方面重新阐释了本文的研究贡献，具体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详情请

参阅返修正文“4.1 理论贡献部分”，pp. 21-22）： 

具体而言，本研究从三个方面做出理论贡献：首先，本研究从资源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时

间窃取这一行为，挑战了以往研究将其视为一种意图伤害组织的生产偏差行为的观点

(Harold et al.,2022; Martin et al., 2010)。这些研究将时间视为一项重要的组织资产，认为员

工从事时间窃取就是在损害组织利益，不仅会增加组织运营成本，还会威胁企业的可持续生

存与发展(Harold et al., 2022; Henle et al., 2010)。然而，我们发现，尽管会以短期任务效率为

代价，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内恢复形式，适量的时间窃取能够满足个体在工作中“即时”

补充资源的需要。一旦资源得到即时修复与重建，员工更有可能在工作中感到精力充沛，更

有意愿和能力去从事创新行为。因此，我们认为时间窃取并不总是有害的，反而可能发挥独

特的恢复价值，对员工的工作表现（创新行为）产生积极效应。这一新颖的观点增进了我们

对时间窃取本身的再认识，同时，也响应了之前学者提出的探讨工作内恢复效果和机制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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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唐汉瑛 等, 2019; 吴伟炯 等, 2012)。 

其次，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揭示恢复体验在时间窃取与创新行为之间的曲线中介

效应，解释了时间窃取是如何过犹不及的。不同于 Shin 和 Grant（2021）提出的适度拖延给

予个体更多时间进行思考和孵化新想法，本研究强调员工通过时间窃取可将注意力和意识从

工作需求中脱离出来（而不是在大脑潜意识中继续处理工作任务），以实现资源的即时恢复

与重建，进而促进创新行为。同时，我们认为，并非所有水平的时间窃取都能带来这个效果。

本研究发现，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可以让员工暂时地摆脱工作压力，停止资源损耗，并

通过一些非工作活动获取恢复体验，以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而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由于

被发现和被惩罚风险的提高，在从事非工作活动时容易紧张与担忧，反而会阻碍员工的恢复

体验，进而妨碍创新行为的提升。这一研究结果不仅从资源视角解读了时间窃取对创新行为

的影响机制，拓展了我们对恢复体验曲线中介效应的认识，也为时间窃取后效研究提供了新

的依据。 

最后，本研究探讨了正念在调节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之间关系时的双重作用，

揭示了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积极效应与潜在成本，这为理解正念的复杂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具体来说，正念的特点是对当下内在和外在体验的清晰关注，这使得人们能够更充分地意识

到当前的想法、情绪和环境(Hyland et al., 2015)。因此，员工的正念水平越高，在进行时间

窃取时越能清晰的意识到自己所在从事未经批准的非工作活动。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从

事中低水平时间窃取行为时，由于违规程度低，行为隐蔽性高，员工不太担心被领导和同事

发现。这时来自工作环境的可用线索少，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员工更关注当下内在体

验，更容易从非工作活动中获得恢复体验，进而激发创新行为。但当从事中高水平的时间窃

取行为时，随着隐蔽性优势的降低，员工的行为很容易被领导和同事察觉，招致他们的不满

与惩罚。而正念增强了员工对工作环境中可用线索的意识和注意力(Kao et al., 2021)。这时，

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员工更容易感知到来自组织规范的压力，从而增加了通过时间窃

取获得恢复体验的难度。综上而言，本研究发现，正念在不同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中发挥不

同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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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稿人 3意见： 

本文探讨“摸鱼”行为对创新的影响研究，研究问题比较有趣，视角比较新颖，论证过程

比较规范，不过有以下几点意见以供作者参考： 

回应：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本文的认可和宝贵意见！您的专业意见对我们改进研究提供了宝贵

的启示。我们已经根据您的建议进行了认真修改，并详细解释了每一处修订的理由和目的。

我们希望这些改进能够符合您的期望，并期待您的再次审阅和评价，帮助我们进一步提升研

究的严谨性和学术价值。 

意见 1：首先，Shin and Grant（2021）探讨拖延症对创造力的影响，作者需要区分时间窃取

行为和拖延之间的差别，寻找它们的异同指出，进而突出本文研究的价值。 

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建议，这对于提升本研究的质量至关重要。根据您的建议，

我们重新审视了时间窃取与拖延的异同点（见表 2），并进一步明确了这两种行为对创新行

为的影响机制，以突出本文的研究价值。具体如下： 

时间窃取是指员工在工作时间从事未经批准的与工作无关的活动(Martin et al., 2010)；

相比之下，拖延则是个体在预知该行为会带来不利后果的情况下，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

一计划好的行为(Steel, 2007)。虽然两者都反映了时间管理的失败，但它们在时间不当利用

的形式、行为动机、行为稳定性以及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

首先，在时间不当利用的形式方面，时间窃取是员工在工作时间内从事非工作活动，即把工

作时间横向地分配到非工作活动上(Martin et al., 2010)；而拖延则是选择推迟开始或完成工

作，即把计划好的任务纵向地推迟到未来(Steel, 2007)。第二，在动机方面，时间窃取的动

机包括自我导向的（追求自我利益），他人导向的（提升他人福祉）以及工作导向的（更好

地完成工作任务）(孟亮 等, 2023)；而拖延的动机通常源于对任务本身的负面认知，如认为

任务乏味或困难，缺乏足够的奖励或存在潜在的惩罚(张顺民，冯廷勇, 2017)。第三，在稳

定性方面，时间窃取发生在工作时间，可能与工作场所的特定环境有关，稳定性较低(Harold 

et al., 2022)；而拖延则往往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稳定性，无论是在工作还是非工作环境中

都可能发生(Steel, 2007)。最后，最重要的是，时间窃取和拖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也有

所不同。我们认为，适量时间窃取行为（在时间横轴上将工作时间分配给非工作活动），向

员工提供了暂时从工作需求中脱离出来的机会。这个时候，员工可以将注意力与意识转移到

非工作活动上，而不是继续思考与工作相关的问题，帮助员工停止工作需求引发的资源损耗，

并进行即时的资源修复与重建。当资源恢复到一定程度时，员工将更有意愿和能力从事创新

行为。而 Shin 和 Grant（2021）提出适量的拖延使得个体有更多时间进行思考和孵化新想法，

并帮助他们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从而探索新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拖延（将任务在时间纵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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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推迟）的情况下，个体并非完全无所事事，而是在大脑潜意识中继续处理问题，以促进非

线性思维和随机跳跃，从而提升创新。 

除了上述差异，时间窃取和拖延在概念上也有相似之处，都包括不当利用工作时间的要

素(Harold et al., 2022)。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个体都未能有效地利用时间来完成工作任务。

鉴于两者的相似之处，建议未来关于时间窃取的研究将拖延纳入控制变量范围，我们在研究

局限与未来展望部分对这一点进行了说明（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部分第一段，pp. 23-24）。 

总的来说，时间窃取和拖延虽然都涉及对时间的不当利用，但在时间不当利用的形式、

行为动机、行为稳定性和对创新行为的影响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使得时间窃取

行为对员工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的影响（通过心理脱离而不是在潜意识中继续思考工作问题）

具有独特性。我们在修订稿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时间窃取与拖延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差异，以

突出本文的研究价值。具体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理论贡献第二段，p. 22）: 

其次，本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揭示恢复体验在时间窃取与创新行为之间的曲线中介

效应，解释了时间窃取是如何过犹不及的。不同于 Shin 和 Grant（2021）提出的适度拖延

给予个体更多时间进行思考和孵化新想法，本研究强调员工通过时间窃取可将注意力和意

识从工作需求中脱离出来（而不是在大脑潜意识中继续处理工作任务），以实现资源的即

时恢复与重建，进而促进创新行为。同时，我们认为，并非所有水平的时间窃取都能带来

这个效果。本研究发现，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可以让员工暂时地摆脱工作压力，停止资

源损耗，并通过一些非工作活动获取恢复体验，以促进员工的创新行为；而高水平的时间窃

取行为由于被发现和被惩罚风险的提高，在从事非工作活动时容易紧张与担忧，反而会阻碍

员工的恢复体验，进而妨碍创新行为的提升。这一研究结果不仅从资源视角解读了时间窃取

对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拓展了我们对恢复体验曲线中介效应的认识，也为时间窃取后效研

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表 2 时间窃取与拖延的异同 

方面 时间窃取 拖延 

定义 
员工在工作时间从事未经批准的与工作无

关的活动 

个体在预知该行为会带来不利后果的情况

下，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好的

行为 

不

同

点 

时间不当利

用的形式 

横向上时间的不当利用：工作时间从事非

工作活动 

纵向上时间的不当利用：推迟开始或完成

计划好的任务 

行为动机 自我导向、他人导向、工作导向 对任务过程的负性认识 

行为稳定性 较低，与工作环境相关 较高，有跨时间和跨情境性 

对创新行为

的影响 

从对工作任务的关注与思考中脱离出来，

停止资源损耗并获取新的资源，以实现恢

复进而促进创新 

在大脑潜意识中继续处理问题，以促进非

线性思维和随机跳跃，从而提升创新 

相同点 对时间的不当利用：个体都未能有效地利用时间来完成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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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其次，创新是分成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两个过程，本文只是笼统了分析时

间偷窃行为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并没有区分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执行过程。时间窃取行为对

创新行为影响的复杂性是不是因为创新二元性造成的，这个需要作者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经过仔细研读您的评审意见，我们认识到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包括创新想法的提出和执行两个关键环节。在本文中，我们确实未对这两个过程进行明

确区分，而是总体地分析了时间窃取行为对创新行为的总体影响。感谢您的指正。基于您的

建议，我们将创新行为分为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并将其作为两个独立的因变量，

重新进行了数据分析。具体而言，我们将“该下属经常会产生一些有创意的想法或点子”、

“该下属会探索新技术、新流程、技巧和/或新产品的想法”这两道题目作为创新想法提出

的指标，用“该下属会提升创意，并寻求他人的支持与认可”、“该下属会调研并确保获得

资金以实施新想法”、“该下属会为实施创意制定合理的计划与流程”这三道题目衡量员工

的创新想法执行。结果显示（见表 3），时间窃取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想法

执行均产生曲线间接效应。我们分析：创新想法的提出侧重于创意的生成，需要丰富的认知

资源和情感资源(Scott & Bruce, 1994)。这是一个资源密集型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认知和情感

投入(Kapadia & Melwani, 2021)。时间窃取行为通过恢复体验为员工提供了这些必要资源。

而创新想法的执行则涉及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更多地依赖员工持续的动力和执行力(Baer, 

2012; Massei et al., 2022)。当员工通过时间窃取获得即时资源补充与修复时，他们更倾向于

进行资源投资，积极执行创新想法。相反，如果员工无法在工作场所实现恢复体验，很可能

会感到资源匮乏。这时员工可能会选择保存自己的资源，从而减少创新行为。我们认为，通

过区分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能够更全面的检验时间窃取对创新行为的复杂影响。

因此，我们在研究二的补充检验部分增加了对上述结果的汇报。具体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详

情请参阅返修正文“3.3.4 补充检验”部分第三段，pp.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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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分析时间窃取对创新行为的复杂影响是否是由创新二元性所造成的，我们将创

新行为分为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分别将它们作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显

示，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想法提出（TT–2 SD，间接效应 = 0.07，

95% CI = [0.01, 0.13]；TT–1 SD，间接效应 = 0.03，95% CI = [0.01, 0.07]）和创新想法执

行（TT–2 SD，间接效应 = 0.08，95% CI = [0.02, 0.15]；TT–1 SD，间接效应 = 0.04，95% 

CI = [0.01, 0.08]）均产生积极效应，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则会因恢复体验的降低阻碍创新

想法提出（TT + 2 SD，间接效应 = –0.07，95% CI [–0.13, –0.01]；TT + 1 SD，间接效

应 = –0.03，95% CI [–0.07, –0.01]）和创新想法执行（TT + 2 SD，间接效应 = –0.08，

95% CI [–0.14, –0.02]；TT + 1 SD，间接效应 = –0.03，95% CI [–0.07, –0.001]）。这

一结果与本文的假设观点一致，即时间窃取通过恢复体验间接地影响创新行为，包括创新想

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 

另外，需补充说明的是，本研究所采用的创新行为量表本身是一维量表，未区分创新想

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两个维度。虽然测量创新想法提出的两道题目（“该下属经常会产生

一些有创意的想法或点子”、“该下属会探索新技术、新流程、技巧和/或新产品的想法”）

内部一致性系数α 能够达到 0.88，测量创新想法执行的三道题目（“该下属会提升创意，并

寻求他人的支持与认可”、“该下属会调研并确保获得资金以实施新想法”、“该下属会为

实施创意制定合理的计划与流程”）内部一致性系数α 能够达到 0.90。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题目在代表性效度方面尚未经过充分检验。我们在研究局限部分对此进行了说明。（详

情请参阅返修正文“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部分第一段，pp. 23-24）。 

表 3 瞬时间接效应的 Monte Carlo 分析结果 

 瞬时间接效应值（95% CI） 

自变量取值 TT–2 SD TT–1 SD TT 0 SD TT+1 SD TT+2 SD 

时间窃取→恢复体验→创新想法提出 

 
0.07 

[0.01, 0.13] 

0.03 

[0.01, 0.07] 

0.00 

[–0.01, 0.01] 

–0.03 

[–0.07, –0.01] 

–0.07 

[–0.13, –0.01] 

时间窃取→恢复体验→创新想法执行 

 
0.08 

[0.02, 0.15] 

0.04 

[0.01, 0.08] 

0.00 

[–0.01, 0.01] 

–0.03 

[–0.07, –0.001] 

–0.08 

[–0.14, –0.02] 

注：N=503，TT 表示时间窃取行为，瞬时间接效应基于（b1+2b2X）b6 计算，所有参数均采取 Monte Carlo

（20000）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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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其三，从恢复体验来看，创新想法提出是不是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新颖性和有用

性的想法是需要消耗创造者的认知资源和情感资源，而且过程充满的风险。然而，创新

执行过程，目标比较单一，只要负责将创新想法落地，这个阶段时间窃取行为反而会伤

害创新执行的效果。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使我们重新审视了我们的研究内容，并对其进行了更

深入的思考。如您所建议的，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分别代表了创新过程中的不同资

源需求和心理机制。在创新想法提出阶段，员工主要需要面对的是如何产生新颖、有用的创

新想法，并将其呈现出来的挑战(Scott & Bruce, 1994)，这一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和

情感资源(Kapadia & Melwani, 2021)，员工面临着“能不能”提出创新想法的问题。而在创

新想法执行阶段，员工则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克服资源不足、风险较大等执行过程中的困难，

将创新想法转化为实际成果的挑战(Baer, 2012; Massei et al., 2022)。这一过程需要持续的动

力，员工面临着“愿不愿意”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的问题。 

结合您的上一条意见，我们将创新行为分为创新想法提出和创新想法执行，重新进行了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通过恢复体验对创新想法提出产生间接积极

效应（TT–2 SD，间接效应 = 0.07，95% CI = [0.01, 0.13]；TT–1 SD，间接效应 = 0.03，

95% CI = [0.01, 0.07]）。这一结果与本文以及审稿专家提出的观点相契合，即创新想法的提

出需要消耗认知资源和情感资源，而通过适量时间窃取行为获得的恢复体验可以为员工提供

所需的资源储备和精力支持，从而促进创新想法的涌现。然而，数据结果也表明，对于创新

想法执行，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依旧会通过恢复体验产生积极影响（TT–2 SD，间接

效应 = 0.08，95% CI = [0.02, 0.15]；TT–1 SD，间接效应 = 0.04，95% CI = [0.01, 0.08]）。

对于这一结果我们进行了细致思考。首先，我们认同您所说的，在创新想法执行阶段，员工

的目标比较单一，只要负责将创新想法落地。这时候高水平的时间窃取可能会分散注意力，

降低执行效率，进而影响创新的成果。不过我们分析，适量的时间窃取行为仍会通过恢复体

验间接促进创新想法的执行。这是因为创新行为本身赋予了员工一定的自由裁量权(Scott & 

Bruce, 1994; 秦许宁 等, 2022)，低水平的时间窃取并不意味着员工一定会高效且高质量地执

行创新想法。也就是说，尽管在执行阶段不一定需要员工有较高的能力，但需要员工具备足

够的动力和意愿来落实创新想法(Baer, 2012; Massei et al., 2022)。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

有动力保护现有资源(Hobfoll, 1989)，只有当员工有良好的恢复体验且资源充足时，他们才

有可能主动且高效地执行与落实创新想法。您的建议让我们意识到，有必要在文中说明创新

行为的自由裁量属性，因为它强调了员工从事创新行为的动力和意愿的重要性。因此，我们

在修订稿的理论假设部分补充这一观点，具体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1.2

恢复体验与创新行为”部分的第三段，p. 5）： 

如上文所述，员工从事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可以提高恢复体验，降低资源损耗，获取更

多的新资源。例如，和同事闲聊可以让员工暂时摆脱工作压力，获得积极的社交情感资源

(Methot et al., 2021)。因此，员工可能会在工作时间从事与工作无关的活动以保护他们剩余

的资源并即时恢复已损耗的资源。通过恢复体验，员工可以重新补充他们在工作期间已经耗

尽的资源（因为付出了努力）。一旦资源得到即时补充，员工更有可能在工作中感到精力充

沛，更有意愿和能力去从事创新行为。然而，当从事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时，员工更容易

感到焦虑并对工作产生消极反刍(Methot et al., 2021)，这时员工的恢复体验反而会降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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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更少的资源补充。而创新行为作为一种具有自由裁量权的行为(Scott & Bruce, 1994; 

秦许宁 等, 2022)，不仅要承担不确定性风险，还会额外消耗员工大量的资源(朱金强 等, 

2020)。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个体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个体不能获得足够资源，则会倾向

于保存现有资源(Hobfoll, 1989; Hobfoll et al., 2018)。也就是说，当员工恢复体验不足时，他

们往往不会将资源与精力花费在耗时且高风险的创新行为上，进而会导致创新行为减少和创

新绩效受损(宋孜宇, 高中华, 2020; Vahle–Hinz et al., 2017; 朱金强 等,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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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4：其四，时间窃取行为站在任务效率角度来看，组织是不提倡的，但是站在创造力或

者创新独特规律上，不能一味以生产效率为核心，需要尊重创造力的规律，才能更好地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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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创造活力。然而，论文引文中没有突出这方面的论述。这点需要在实践意义部分突显出

来。 

回应： 

非常感谢您针对本研究实践启示部分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关于您提出的时间窃取行为在

创造力和创新规律方面的论述，我们深感认同，并已经在文章中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和补充。

在修订后的版本中，我们增加了对时间窃取与创新行为关系的探讨，强调了对生产效率和创

新绩效的平衡与兼顾。具体修改后的内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4.2 实践启示”部分，

p. 23）： 

传统管理理论强调时间与产出的直接关联，认为时间窃取会削弱员工的生产效率

(Baskin et al., 2017)。因而管理者往往采用严格的监控手段来减少这种行为。然而，我们的

研究结果认为，适量的时间窃取可以作为一种工作内恢复形式，为员工提供恢复体验，实现

即时的资源修复与重建，进而激发创新行为。这一发现引发了我们对组织管理方式的深刻思

考。 

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时间窃取行为。在当今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快节奏工作环境中，

管理者面临着如何提高员工生产效率与创新表现的双重挑战。在追求生产效率时，时间窃取

是不被鼓励的，因为它不符合组织的期望。但管理者也要意识到过度强调生产效率可能会忽

视创新活动的内在规律，从而阻碍创新绩效的提升。因此，管理者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平衡对

员工行为进行监督与为员工提供恢复条件之间的关系。我们建议，管理者需要找到适合企业

自身文化和工作环境的管理颗粒度，既不过度监控，也不放任自流，以兼顾效率和创新。其

次，本研究发现，时间窃取行为并非一成不变的利好。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反而会导致过

犹不及效应，阻碍员工的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因此，在管理实践中，管理者需要审慎处理

时间窃取行为，不仅要鼓励合理的恢复行为，还要制定相应的引导、培训和惩处措施，以最

大程度地降低过度时间窃取行为的负面影响。最后，本研究强调了培养员工正念的重要性。

正念不仅可以帮助员工更好地进行工作内恢复，还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何时这种行为可能变

得有害。通过培养员工正念，管理者可以引导员工更加自觉地控制时间窃取行为，从而实现

个体和组织的双赢。 

综上所述，时间窃取行为并非简单的黑白分界，而是需要在不同情境下进行灵活权衡的

管理问题。管理者需要在尊重员工创造力和恢复需求的同时，保持对组织生产效率的关注，

通过合适的管理策略和培训措施，最大程度地发挥时间窃取行为的积极作用，同时避免其带

来的消极影响。 

……………………………………………………………………………………………………………………………………………………… 

 

编委意见： 

论文选题新颖，三名外审都对本文的选题予以肯定。但是，三名专家对论文的贡献和价

值存在分歧，主要原因是对论文理论模型的构建和变量的选择存在疑问。综合考虑，建议作

者针对三名专家的意见对论文进行大修。要想完全解决外审专家的疑虑，我有两点建议供作

者参考： 

回应： 

非常感谢编委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针对您和三位外审专家提出的关于理论模型

构建和变量选择方面的疑问，我们已经认真思考了论文中的相关部分，并进行了详细的调整

和修改。我们真诚希望通过这次修改，能够解决外审专家的疑虑，并提升本文的学术质量和

实用价值。同时，我们非常感激您提出的两点建议，我们已仔细考虑并在修订过程中加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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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以确保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基础上都更加严谨规范。 

 

意见 1：本文研究的焦点是工作中的时间窃取行为和恢复体验，对现实工作场景的真实性要

求很高，所以我对第一个研究情景实验的有效性存疑。换言之，如果被试没有工作的疲倦，

仅仅通过文字启动设想工作中的时间窃取行为是很难有真实的生理上的资源修复或损耗的

体验。因此，研究一的意义还需要作者认真思考，是否需要保留也请作者斟酌。如果删除研

究一，建议作者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实验室实验，通过真实创新任务，设法启动被试的时间偷

窃行为或认知，提高实验的外部效度。 

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宝贵意见。我们认同您的观点，本研究所关注的是职场上的时间窃取与

恢复体验，对现实工作场景的真实性要求很高，仅依靠文字让被试设想时间窃取情景，很难

有真实的恢复体验。遵循您的建议，我们删去了研究 1 的情景想象实验，计划实施一项实验

室研究来替代研究 1。但是经过尝试和深入分析，我们放弃了实验室实验，最终改为一个情

景回顾实验。接下来，我们将诚恳地向您说明原因，包括原计划的实验室实验方案与设计思

路、实施该实验方案的客观约束条件、以及选择情景回顾实验的依据和情景实验的大致思路。 

一、放弃实验室实验的原因 

首先，我们遵循您的建议，尝试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实验，设法启动被试的时间窃取行为。

具体程序如下（以中时间窃取组为例，实际上有低时间窃取、中时间窃取、高时间窃取等 3

组设计）：第一步，招募大学生被试，在被试了解实验目的（非真实实验目的）、内容与保

密承诺后，自愿签写实验知情同意书，进入实验环节。第二步，被试在测量自身的正念特质

并汇报人口统计学信息后，进入实习工作模拟场景。第三步，在模拟工作场景中，被试被告

知自己是一家企业的实习生，主管正在安排其将下列名单中员工的工资计算出来，并将员工

姓名、应发金额、发放时间，填写在对应表格中。在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后（有任何疑问，

可随时咨询扮演主管的研究人员），邀请被试想象自己在工作时间里适量摸鱼的工作场景，

并描述出：1、当时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2、您的感受是怎样的？例如愉悦 or 焦虑？3、

您当时做出了哪些行为？例如专注工作、闲聊、玩手机。这一阶段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左右。

第四步，被试被要求严格按照自己所描述的场景进行工作（在工作时间里适量地摸鱼），并

被告知可以使用手机微信聊天、上网等，但不可以借助手机计算。这期间如果被主管发现存

在摸鱼行为，将被扣除部分被试酬劳。这一阶段时间控制在 20 分钟左右。第五步，在结束

模拟工作后，被试进行操纵检验，并测量自己在工资计算任务期间获得的恢复体验。最后，

告知被试这次实验的真实目的。在说明情况后，若被试同意研究人员使用上述实验中收集的

数据，将签写实验数据使用知情同意书1。 

在上述实验方案中一些操作中，我们考虑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模拟公司实习

场景，而不是大学生更为熟悉的上课场景。原因：一是摸鱼的适用范围包括上班摸鱼与上课

摸鱼，而时间窃取特指上班摸鱼的表现形式。二是上班摸鱼与上课摸鱼对行为者自身影响不

同。上班摸鱼的主要损害对象是组织，行为者会担心受到组织的惩罚；上课摸鱼的主要损害

对象是行为者自身，如较低的成绩，行为者自身不太担心因摸鱼被老师惩罚。第二，为什么

设计工资计算任务，现实工作场景中已很少使用这种方式计算工资，为何不模拟现实工作场

景中的一般任务或者创新任务？原因：本实验旨在检验被试能否通过时间窃取获得恢复体验。

因实验时间有限，一般任务或创新任务很难在短时间内诱发被试的工作疲劳感，可能导致被

试生理上资源损耗和恢复的波动也较小，甚至难以感知。经团队成员测验，计算工资这种单

调枯燥的任务 10 分钟左右即可诱发工作疲劳。第三，为什么让被试先想象自己摸鱼的场景，

                                                             
1
 由于是被放弃的实验方案，我们未将具体实验方案和预实验的过程及结果与修改回复一并提交，若

编委和审稿专家认为有必要，我们随时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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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让其按照自己描述的场景进行“表演”，而不是直接操纵被试的时间窃取行为。原因：时

间窃取是一种自发性的行为，相比于直接要求被试表现出具体的时间窃取行为，被试通过想

象自己可能会主动表现出来的行为并进行情景再现，会在一定程度降低操纵对行为自发性的

影响。 

随着设计工作的深入，我们发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矛盾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主要与时间

窃取这个变量本身固有的属性有关，而不是一些现实性的原因，如实验场地或被试招募）让

我们判断实验室实验可能不适合用于操纵时间窃取行为。具体来说，我们明确要求各组被试

在工作期间分别呈现出大量、适量或完全不摸鱼的表现。然而，我们发现这种操纵方法与时

间窃取行为的定义也存在内在逻辑的矛盾。根据定义，时间窃取是一种上班时间从事“未经

批准的”非工作活动的行为(Martin et al., 2010)，而我们的操纵方法会给被试一种错觉，他

们所表现出的时间窃取行为是被默许甚至是被要求发生的。特别是对于高时间窃取组，既要

求他们表现出高时间窃取，又被告知这样做会受到惩罚，造成他们行为与心理上的矛盾。因

此，我们在预实验方案中，我们去掉要求被试“严格按照自己所描述的场景进行工作”这一

表述，改为设置不同宽松程度的摸鱼环境：在低时间窃取组，被试办公桌上只有办公用品；

中时间窃取组，除办公用品外，在办公桌上放置一些零食、饮料；高时间窃取组，办公桌上

包括办公用品、零食饮料以及一些娱乐用品，如魔方、谜语书等。另外，我们依旧在预实验

中设置了惩罚条件。考虑到实验伦理问题，我们没有设置主管批评辱骂等可能造成被试心理

伤害的措施，同样是在指导语中说明若被主管发现存在时间窃取行为，将被扣除部分被试酬

劳。预实验结果显示，在这个短时间任务期间，已知时间窃取会导致酬劳被扣的情况下，即

使对高时间窃取组设置宽松的摸鱼环境，被试也未表现出明显的时间窃取行为。通过对被试

进行回访与分析，我们了解到他们在短时间内会有意识地控制并减少自己摸鱼的行为，主要

原因有三：第一，实验室持续时间较短，被试能较容易控制自己的行为；第二，扣除酬劳被

视为实验参与的失败，为了避免这种失败，被试会竭力控制自己的摸鱼行为；第三，被试意

识到自己实验者的身份，基于印象管理，他们会在短时间内会控制自己的摸鱼冲动。 

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实验室实验的操纵与时间窃取行为定义本身可能存在内在逻辑

的矛盾（这是我们作者组在当下的判断，如果随后能想到更好的操作方法，我们会进一步

修改。需要说明的是，为了设计实验室实验，我们特意邀请了一位擅长实验室研究设计的

合作者加入，这位合作者在以上判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实验室环境中，大学生被试

所参与的工作实际上是一次性任务，在实验任务过程中进行时间窃取并不会对自身的工作

与学业产生影响。因此若不设置预期惩罚条件，被试难以感受到时间窃取不被允许的压力，

也不太担心自己的时间窃取行为被发现，这与真实工作场景不符。但若设置惩罚条件，被

试为了不被惩罚，在短时间内又会有意识地控制自己行为，要求被试表现出特定的行为又

与时间窃取的自发性相矛盾。 

二、最终采用的回顾式实验 

经过上述多轮尝试与改进，我们发现在实验室条件下较难实现对时间窃取行为的有效操

纵，同时，我们也缺乏在现实企业环境中操纵在职员工时间窃取行为的客观条件。通过对以

往研究的回顾，我们了解到，使用回忆范式（recall paradigm）来代替直接操纵自变量。例

如，Hillebrandt 和 Barclay（2020）在操纵被试的欺骗行为时，就通过“让被试回忆并描述

自己最近所从事的某类欺骗行为”这种方法来代替直接操纵。这种回忆范式的方法，已被学

者们广泛应用于实验研究设计，并被证明与直接操纵一样有效，可以引起被试的特定反应

(Hillebrandt & Barclay, 2020; Li et al., 2023; 滕玥 等, 2024; Wu et al., 2018)。如您所言，仅仅

通过文字启动设想工作中的时间窃取行为，特别是对于没有过类似经历的被试，是很难有真

实的生理上的资源修复或损耗的体验。而相比于想象假设的时间窃取行为，被试描述真实的

时间窃取经历可以引起类似于直接操纵相同经历所产生的反应(DeWall & Baumeister,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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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效度更好。因此，我们删去了研究一的情景想象实验，重新补做了情景回顾实验。 

具体来说，我们结合您的建议和以往研究的经验(Hillebrandt & Barclay, 2020; Li et al., 

2023)，设计并实施了一个情景回顾实验，操作程序如下：第一步，我们对被试进行了预筛

选，要求被试是在职员工，且有过三种不同的时间窃取经历（询问被试是否有过在某个工作

日内低时间窃取、中时间窃取、高时间窃取的经历），以确保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任一实验组，

所回顾的经历都是真实的，从而提高实验的有效性。第二步，符合条件的被试阅读了实验知

情同意书，自愿选择是否进入正式的实验阶段。同时，为保证被试认真作答，在这一步骤中，

被试被告知实验测试中设置了注意力检测题，填答通过才能获得对应报酬。第三步，进入实

验阶段的被试首先完成第一部分的基础测验，即被试测量自身的正念特质并汇报人口统计学

信息。第四步，被试完成实验的第二部分，即工作情景回顾与相关测量。以中时间窃取组为

例，被试按照指导语进行回忆：最近在上班时间“适量摸鱼”的一天，那天，您可能偶尔或

短暂地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例如，偶尔打开手机刷刷抖音、小红书、虎扑等、跟同事闲聊、

做其他娱乐活动、休息等等。然后，要求被试仔细回想那天具体做了哪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并尽可能详细地描述那一天的经历，不少于 100 字。描写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摸鱼的时间

有多久？频率如何？周围的同事或领导是否注意到了您的行为？您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您

当天的工作效率或心态如何？等等。在完成回忆与描述后，对被试进行操纵检验，并测量其

当时的恢复体验。以上内容即为情景回顾实验的操作步骤，详细描述请您参见修改稿正文“研

究 1：情景回顾实验”部分（pp. 7-11）以及附录 1–4 情景回顾实验设计方案（pp.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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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此外，可以拓展研究的结果变量，以解决外审专家对结果变量选择的疑问和建议。

当然，除了这些实证的改善外，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阐述模型发展和变量选择的依据，特别

是要深入思考理论贡献的焦点是在时间偷窃行为文献还是创造力或创新行为的文献。 

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您的建议对于提高本研究的质量至关重要。我们已经根据

您的反馈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改进。以下是我们对您提出问题的具体回应： 

第一，关于结果变量的拓展。我们深入思考后认为，虽然拓展结果变量能够丰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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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和广度，但在本研究中并未采取这一做法，原因有二：首先，本研究聚焦于时间窃取行

为文献，并试图揭示其对创新行为的潜在积极影响。通过限定结果变量为创新行为，研究能

够更加精确地检验时间窃取与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恢复体验和正念在其中的作用。引

入更多的结果变量可能会分散研究的焦点，影响对核心问题的深入探讨。第二，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帮助管理者理解和平衡时间窃取行为的正负效应，而非广泛探讨所有

可能的结果变量。这一聚焦有助于为管理实践提供更为直接和具体的指导。 

第二，理论贡献的焦点。您提到要深入思考理论贡献的焦点是在时间窃取行为文献还是

创造力或创新行为的文献，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们对全文进行了细致地梳理与思考，

认为本文的核心理论贡献体现对时间窃取行为文献的丰富与拓展上。基于此，我们对文章的

理论贡献部分进行了重新阐述，更多地围绕时间窃取行为进行着墨，以突出本文理论贡献的

焦点（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4.1 理论贡献”部分，pp. 21-22）。同时，我们也结合您和评

审专家提出的建议，在前言部分的第 3 段和第 4 段分别重新阐述了选择创新行为作为结果变

量的理由和关注正念（调节变量）的本质逻辑（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前言部分第 3 段和第 4

段，p. 2）。 

 

 

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 

作者已经按照评审意见做了认真修改，达到了发表要求，同意发表。 

回应： 

非常感谢您对本研究的认可，再次感谢您之前提出的所有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让本文的

研究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 

 

 

审稿人 3意见： 

论文经过修改，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不过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回应：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上一轮修改工作的认可。我们根据您的建议对论文进行了相应修改，

所有修改已在正文中用紫色字体标注。 

 

意见 1：首先，“摸鱼”站在组织角度来看，是不好的，然而，站在员工角度来看，是一种

应对压力方式，作者应该从员工应对压力角度去切入，才能更加突显研究必要性。 

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这一建议，从员工应对压力的角度切入“摸鱼”确实能够更好地突显本研

究的价值。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就是时间窃取可以作为一种内部恢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帮助

员工从工作应激中实现恢复，进而影响后续的工作表现。因此，在本轮修订中，我们按照您

的建议，在修订稿的正文部分进行了相应修改，以更好地体现员工在工作压力环境下通过“摸

鱼”行为来应对压力的现象。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特别是前言部分第一段，p. 1 和“4.2

实践启示”部分，p. 23。 

 

意见 2：论文中最为有价值不是摸鱼对创新的影响，而是对恢复体验的影响，工作时间偷窃

行为对恢复体验的非线性关系，创新行为只是本文研究一个延伸的考虑，建议作者将讨论和

研究贡献围绕工作时间偷窃行为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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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您的建议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论文最有价值的确实是摸鱼对恢

复体验的非线性关系，创新行为只是本文的延伸结果。但是，我们之前一直没有理顺，您的

建议让本文的逻辑更为清晰，谢谢您的专业建议。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讨论和理论贡献部

分进行了以下优化：（1）强调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的关系，以突出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

本轮修订稿中，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对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倒 U 型关系的探讨。具体而

言，我们更详细地讨论了不同水平时间窃取行为对恢复体验的影响，揭示了其过犹不及效应。

（2）将创新行为作为延伸讨论。我们认同您的观点，创新行为只是本文研究的一个延伸考

虑。因此，我们在本轮修订稿中将关于创新行为的讨论缩减为辅助分析，重点放在与恢复体

验相关的核心观点上，以回应您对理论深度的期待。同时，我们也在前言部分进行了相应的

文字修改，如将“本研究揭示了恢复体验的曲线中介效应”修改为“本研究揭示了时间窃取

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以及其对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以保证文章内容前后一

致。此外，为了展现研究目的的主次之分，在正文前言部分调整了变量的引入顺序，将探索

时间窃取对创新行为的间接影响作为最后一个研究目的。讨论和理论贡献部分具体修改如下：

（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的结论与讨论部分，p. 22 和“4.1 理论贡献”部分，pp. 22-23）：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的非线性关系和正念特质在其中的调节作用，以

及其对员工后续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 1 的实验结果表明，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呈倒 U 型

关系：当时间窃取处于中低水平时，员工可以暂时从工作需求中解脱出来，从非工作活动

中获得恢复体验；然而，一旦超过某个程度，员工从事越多的时间窃取，越担心被发现和

被惩罚，恢复体验反而会削弱。而这一关系的强弱依赖于正念特质这一重要边界条件。具

体来说，具有高正念特质的员工在从事时间窃取时，更容易产生过犹不及的效应。研究 2

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检验了整个模型，再次验证并拓展了上述结论，即时间窃取会对恢复体

验产生非线性影响，进而间接地促进或抑制创新行为，这一关系受到正念的调节。基于以

上发现，本研究建议应站在员工的角度客观地看待时间窃取行为，既要意识到适度时间窃取

可以作为一种压力应对手段，帮助员工获得恢复体验，也要防范过度时间窃取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 

4.1 理论贡献 

具体而言，本研究从三个方面做出理论贡献：首先，本研究从资源的视角重新审视了时

间窃取这一行为，挑战了以往研究将其视为一种意图伤害组织的生产偏差行为的传统观点

(Harold et al., 2022; Martin et al., 2010)。传统观点认为，时间是一项重要的组织资产，员工

从事时间窃取就是在损害组织利益(Harold et al., 2022; Henle et al., 2010)。然而，本研究发现，

适量的时间窃取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工作内恢复形式，满足个体在工作中“即时”补充资源

的需要。一旦资源得到即时修复与重建，员工更有可能在工作中感到精力充沛。因此，我们

认为时间窃取并不总是有害的，反而可能发挥独特的恢复价值，进而对员工的工作表现（创

新行为）产生积极效应。这一观点增进了我们对时间窃取本身的再认识，同时也响应了之前

学者提出的探讨工作内恢复效果和机制的呼吁(唐汉瑛 等, 2019; 吴伟炯 等, 2012)。 

其次，本研究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揭示了时间窃取会对员工恢复体验产生非线性

影响，进而影响其后续的创新行为，拓展了时间窃取的后效研究。具体而言，我们发现，

中低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能够让员工暂时地摆脱工作压力，停止资源损耗，并通过一些非

工作活动获取恢复体验；而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由于被发现和被惩罚的风险增加，导致

员工在从事非工作活动时更加容易紧张与担忧，反而会阻碍其恢复体验。通过这种对恢复

体验的曲线作用，时间窃取可以间接地影响员工后续的创新行为。这一发现不仅厘清了时

间窃取与恢复体验之间的倒 U 型关系，为时间窃取的过犹不及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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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时间窃取后效影响的认识。 

最后，本研究探讨了正念在调节时间窃取与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之间关系时的双重作用，

揭示了正念作为调节变量的积极效应与潜在成本，这为理解正念的复杂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具体来说，正念能够使员工更清晰地意识到当前的想法、情绪和环境(Hyland et al., 2015)。

当从事中低水平时间窃取行为时，由于违规程度低，行为隐蔽性高，员工不太担心被发现。

这时来自工作环境的可用线索少，高正念（相比于低正念）的员工更关注当下内在体验，更

容易从非工作活动中获得恢复体验，进而激发创新行为。但当从事中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

时，随着隐蔽性优势的降低，员工的行为很容易被领导和同事察觉，招致他们的不满与惩罚。

而正念增强了员工对工作环境中可用线索的意识和注意力(Kao et al., 2021)。这时，高正念

（相比于低正念）的员工更容易感知到来自组织规范的压力，从而增加了通过时间窃取获得

恢复体验的难度。综上而言，本研究发现，正念在不同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中发挥不同的调

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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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3：实践意义部分，建议需要调整，整合一个段落来写，没有必要另起一段落进行总结 

回应： 

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在修订稿中对实践启示部分进行了以下调整：（1）整合段落。我

们将原本分段的内容整合成一个段落，以便读者更为连贯地理解实践启示的整体内容。（2）

去除多余总结。我们去除了单独的总结段落，将关键点融入整合后的段落中，以确保整个实

践启示部分更加简洁和连贯。再次感谢您对本研究的建设性反馈和指导。具体修改后的内容

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4.2 实践启示”部分，pp. 23-24）： 

 

传统的管理观念强调时间与产出直接相关，认为时间窃取必然会降低员工的工作产出

(Baskin et al., 2017)。为此，在实践中，管理者往往会采用诸如时间监控软件等手段来减少

这种行为。然而，有研究发现，这反而会增加员工的压力，进而导致员工工作效率的降低(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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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21)。因此，我们要重新审视时间窃取这一行为。首先，管理者要意识到员工从事时

间窃取不一定是意图损害组织效益，而是可能将其作为一种压力应对方式。我们的研究结果

表明，适量的时间窃取可以作为一种工作内恢复形式，为员工提供恢复体验，实现即时的资

源修复与重建，进而激发创新行为。这种情况下，过度采用时间控制等手段可能会降低员工

的恢复体验，反而阻碍创新绩效的提升。我们建议，管理者需要找到适合企业自身文化和工

作环境的管理颗粒度，既不过度监控，也不放任自流，以兼顾效率和创新绩效。其次，本研

究发现，时间窃取行为并非一成不变的利好。高水平的时间窃取行为反而可能产生过犹不及

效应，阻碍员工的恢复体验和创新行为。因此，员工应当理性地管理自己的时间窃取行为，

可以将其视作一种应对压力策略，帮助自己实现恢复，同时也要意识到过度时间窃取可能会

损害自身的恢复体验和创新绩效。此外，本研究强调了培养员工正念的重要性。正念不仅有

助于员工更好地进行工作内恢复，还能帮助他们更清晰地感知到过度时间窃取对自身恢复体

验的消极影响。通过培养正念，员工可以敏锐地在时间窃取中找到平衡，通过非工作活动获

得最大化恢复效果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其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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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审稿人 3意见： 

论文经过修改，较好了回答提出的问题，不过建议在研究讨论部分，增加一些篇幅，放

到大的研究背景，去思考消极偏差或者积极偏差行为对创造力的影响研究，此外在研究展望

方面，建议增加一下思考，在数字化情境或者算法环境如何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回应： 

非常感谢您对本研究修改工作的认可，也再次感谢您提出的新的宝贵意见！针对您的建

议，我们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正文中进行了相应的补充修改（修改部分用深蓝色字体标注），

具体修改如下： 

一、增加研究讨论的篇幅，思考消极偏差或积极偏差行为对创造力的影响。针对这一

建议，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进行了思考：（1）从理论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要探讨偏

差行为的双面性。传统观点通常认为，积极偏差行为（如越轨创新、建设性偏差行为）有助

于推动组织创新，带来积极结果(Criscuolo et al., 2014; Dahling & Gutworth, 2017)；而消极偏

差行为则被视为对组织有害(Warren, 2003)。然而，我们提出，在适宜的情境下，消极偏差

行为也可能成为激发创新的重要因素。例如，本研究发现，员工在上班时间从事一些非工作

活动可以起到即时补充和恢复资源的作用，从而增强创新能力。因此，偏差行为并非传统观

点所认为的“非黑即白”，而是具有双面特性。从这一视角分析偏差行为的后效影响，可以

为我们理解和管理这类行为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理论指导。（2）从实践角度来看，我们认为

要“在更广泛的情境中系统探讨偏差行为对创新的复杂影响”。偏差行为往往是员工面对压

力、疲劳或不满的应对策略。系统性研究这些行为对创新（创造力）的影响，有助于深入把

握员工的心理需求和行为动机，从而制定更有效的管理措施，实现对员工行为监管与创新激

励的平衡。不过，需说明的是，由于学报对讨论部分篇幅的限制，我们在正文中对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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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简要概述，未展开详细论述，希望这些修改能更好地回应您的建议！具体修改如下（详

情请参阅返修正文的“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部分第三段，p. 24）： 

此外，本研究认为，应辩证地看待时间窃取行为，它不仅仅是一种消极表现，还是员工

应对压力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能够在某种适宜的情境下为创新行为提供新的动力与资源。

这启示我们：未来研究可考虑从时间窃取这类偏差行为的双面特性入手，在更广泛的情境中

系统地探讨偏差行为对创新的复杂影响，从而为平衡员工的行为监管与创新激励提供理论启

示。 

二、增加在数字化情境或者算法环境下继续探讨该问题的展望。根据您的建议，我们

在研究展望部分补充了关于数字化或算法环境下时间窃取行为如何影响创新的探讨。具体来

说，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算法监控的广泛应用，员工的时间窃取行为可能呈现出更加隐蔽和多

样化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员工为了避免被算法识别和惩罚，可能会采取更为谨慎的行为

管理策略，如将非工作活动伪装为工作相关任务，或利用系统漏洞进行时间窃取。这种“斗

智斗勇”的表现可能会引发新的研究问题：在数字化情境下，员工究竟会因算法监控过严无

法实现资源即时恢复而导致创新受阻，还是会在与算法的博弈过程中激发自身的创新潜力？

值得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具体修改如下（详情请参阅返修正文的“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

望”部分第四段，p. 24）： 

最后，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算法监控的广泛应用，员工的工作行为和绩效逐渐被数据化和

实时跟踪。在这种情境下，员工究竟会因算法监控过严而不能即时补充资源进一步导致其创

新受阻，还是会在与算法的博弈中激发自身的创新潜力，仍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数字化与算法管理背景下时间窃取的新表现形式及其对创新行为的

影响机制，以丰富我们对数字化工作环境中时间窃取行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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